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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黟县志》卷 7《人物·尚义》; 道光《休宁县志》卷 15《人物·乡善》; 光绪《婺源县志》卷 32《人物·义行》。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11《北京歙县义庄》，合肥: 黄山书社，2001 年，第 357 页。






















































































年，第 1115 ～ 1116 页。
( 明) 徐世宁、杨熷续录，( 清) 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义庄前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
之一”，香港: 大东图书公司，1977 年，第 69 页。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19 目第 239 条之《徽宁会馆碑记》，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57 页。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之 107 条《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32 页。
起运回徽州各县口岸，清理厝所，催葬、代葬本地居民

























































































































































段时间共募得 1735 笔捐赠，共得钱 6982 千文、银 100
两、银元 3199 元，共折合制钱 11439 千文③，另外有 14
人捐赠了土地、房产、建筑材料。从捐款人员成分看，
官员或有功名者 5 人，捐款 1537 千文，占全部捐款的
13． 4% ; 其余为商人个人或团体的捐款，其中杭州本地
的捐款占 68% ，徽州六邑有休东诵芬书屋和 8 个个人





















“以每银一两换制钱 1900 文，每银元一元折合银两 0． 72 两计算”。唐力行:《清代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载《江南
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第 1124 页页下注 2。






绪四年的 14 年间共募得款额折合制钱 26474 千文②，
其中有 573 人向善堂捐款，共得银 183 两、洋 2961 元和
钱 1208 千文，共折合制钱 5054 千文，占总额的 19%。
人数从初期最多的 388 人到光绪四年的 3 人，款额由
光绪元年的最多到光绪四年的仅 17 元，仅占当年款额
的千分之九，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而各种商业捐折合
制钱 21420 千文，占总额的 81% ，其中茶业捐为 7273








式。其中规定，洋茶每箱抽捐 6 文，盐每引抽捐 2 文，









从表 1、表 2 可见，自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七年的 10
年，善堂的经费基本上呈逐年递增趋势，数额庞大。其











表 1 光绪十八至二十七年( 1892—1901) 惟善堂各业商捐情况③( 单位: 千文)
行业
年份
盐业 茶业 木业 典业 茶行 茶漆 杂业 房租 衣庄 共计
1892 198 434 271 127 80 39 63 683 2717
1893 377 357 323 136 16 53 71 735 3854
1894 225 204 280 116 193 51 120 694 4607
1895 463 894 289 176 120 56 67 748 5030
1896 387 581 405 156 107 51 61 838 4538
1897 340 571 461 171 51 51 69 765 145 5330
1898 417 973 373 206 105 55 70 984 217 4176
1899 185 1019 484 166 94 50 49 751 225 4504
1900 310 1221 620 184 46 151 64 717 184 5300
1901 431 1194 714 174 151 44 36 835 184 7426
共计 3333 7520 4220 1612 963 601 670 7768 955 47482
资料来源:《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光绪二十九年刊本。表 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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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满红对清代银钱比价的研究，1865—1878 年间，银钱之间的比价最低的为 1865 年的 1 ∶ 1250，最高的为 1872 年的
1∶ 1880文。为了方便对惟善堂这 14 年间收入的核算，银钱的比价取 12 年的平均值，1 两约等于 1600 文，按 1 两白银与洋银 0． 72
比例换算，1 洋元约等于制钱 1200 文。详见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
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 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 年，第 361 页。
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七年，盐业每引捐 2 文，历年收账以钱、银分别记录。通过对 1892 年至 1901 年这 10 年间盐捐账目钱
银的换算，银与钱的比价在 900 与 1200 间波动，10 年间平均比价为 1∶ 1000，也符合林满红关于清代银钱比价的研究。为了方便核
算惟善堂的账目，表中银钱换算比价为 1∶ 1000。
表 2 光绪十八至二十七年( 1892—1901) 各业商捐比重( % )
行业
年份
盐业 茶业 木业 典业 茶行 茶漆 杂业 房租 衣庄
1892 7 16 10 4． 7 3 1． 5 2． 3 25
1893 9． 7 9． 2 8． 3 3． 5 0． 4 1． 3 1． 8 19． 1
1894 4． 9 4． 4 6 2． 5 4． 1 1． 1 2． 6 15
1895 9． 2 17． 8 5． 7 3． 5 2． 4 1． 1 1． 3 14． 9
1896 8． 5 12． 8 9 3． 4 2． 4 1． 1 1． 3 18． 5
1897 6． 4 10． 7 8． 6 3． 2 1 1 1． 3 14． 4 2． 7
1898 10 23． 3 9 5 2． 5 1． 3 1． 7 23． 5 5
1899 4 22． 6 10． 7 3． 7 2． 1 1． 1 1． 1 16． 7 5
1900 5． 8 23 11． 7 3． 5 0． 9 2． 8 1． 2 13． 5 3． 5
1901 5． 8 16． 1 9． 6 2． 3 2 0． 6 0． 5 11． 2 2． 5




















































































































































碍义所 善 事，对 不 法 棍 徒 严 行 究 治，妥 善 解 除 义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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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严令催葬。当时有 60 多具棺木抬葬于外，还有 40
余具无人领葬由掩埋局代为埋葬在公地。同时，惟善
堂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侵占善堂的土地公产，每每购置
土地或得人捐地助产，务必向官方立案，完报各种地
契、税粮，以确保土地的合法性和所属权。
综观征信录中记录的善堂董事与各级政府间的文
献对话，惟善堂的主要目的，一是积极获得当地政府的
认可，主动将自身一举一动备案官方，以获得其认可为
行事前提; 二是及时寻求官方的保护，依靠政府权威防
止地方刁恶势力滋扰，在与地方势力的矛盾纠纷中占
据上风，维护自身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善堂的经营发
展，顺利从事善后事宜，也打击了地方刁恶势力，有利
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 二) 惟善堂与杭州地方的慈善事业
清代杭州地区各种各样的善会、善堂不断建立，特
别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战祸造成生灵涂炭，浮尸遍野，
政府督促、鼓励各种义葬，江南地区更是形成了义葬的
高潮，许多诸如新安惟善堂类的善堂积极重建。官方
屡次以法令的形式督劝地方积极埋葬，同治六年御史
刘秉厚上奏指出: “被扰地方尸骸未经掩埋，及向来浮
厝棺木，并著该地方官广为晓谕，速行埋葬，免致暴露。
各该地方官皆当实力奉行，用广皇仁而资感召”②，并
规范相关事宜，要求各善堂做好收埋工作，规定抬夫工
钱，严禁把持勒索行径。新安惟善堂无论是建立之初
还是战后重建都积极谋求官府的认可与保护，无形中
配合着官方的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依赖性和谦卑。但
从实际来看，这种依赖也只限于法令制度上的合法性
赋予和保护，善堂在日常的运营管理上自成体系，特别
是对善堂类慈善组织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方面，没有
官方的拨款，都是由徽州商人自愿捐助累积支撑。
而根据夫马进的研究，在清代后期杭州地区诸如
普济堂、同善堂和育婴会等主要的慈善组织基本上是
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他称之为“杭州慈善
联合体”，由杭州本地的绅士进行管理，这些善堂绅士
大多具有一定的功名和官职。杭州慈善联合体与地方
政府的联系密切，不仅表现在联合体管理下各善堂的
资金主要依赖业捐，而且善举组织经常会受到来自官
方的强力指导和监督，杭州慈善联合体的收支状况在
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必须向地方官汇报并接受审核。这
最终导致，一旦善堂资金出现不足，在向官方求助不得
的情况下，善堂总董只能自掏腰包，而且经费不足是常
态，所以杭州这些善堂所开展的慈善事业带有明显的
徭役性质，最主要的是资金不足造成的困境③。当时
杭州城内诸如山东、安徽和湖南等会馆及同乡会类的
慈善组织并未包括在杭州慈善联合体下，与之不存在
任何关系，新安惟善堂就是其中之一。新安惟善堂是
为徽籍贫苦人士暂时安置亲族友人灵柩，等待归葬故
里的设施，是专门为同乡人设置的善堂，也只对同乡人
提供善后服务，其资金来自于民间的自愿捐助，完全独
立于杭州慈善联合体，所以官方的直接介入很少。在
某种程度上，反而使得善堂能够最大限度地自由灵活
运营，同时官方也乐见徽籍人士能自行妥善处理助葬
等事，以稳定社会秩序，所以对其主张予以肯定，对其
要求予以应答，给予法令制度的保障和精神层面的
嘉奖。
新安惟善堂之所以能服务徽州六邑，维持善堂的
正常运营，最主要的是基于经费来源的稳定充足，得益
于善堂绅董和司事的用心经营和善堂章程、规条的完
善得当及官方的从旁协助。从更深的层面分析，杭州
各种商捐能募集成功完全是奠基于清后期徽商在杭地
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正是徽人商业的兴盛才能保证
善堂这个同乡互助组织得以经历时间和战火的考验，
良好持续发展下去。徽商个人和各业的积极捐助是基
于地缘和血缘纽带的伦理道德情愫，正如倡起者所言，
出发点和目的是敦谊乡梓，基本没有功利性。惟善堂
的各种活动对于旅外经商和谋生的徽人来说，免了身
后之忧，能团结乡谊，也为江浙经商的徽人提供了心灵
上的归宿和慰藉。惟善堂虽对政府有依赖，但更多体
现的是独立运营、以众帮众的自救自助面。新安惟善
堂通过建立良好的善后设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准则，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责任编校: 张朝胜
79
王日根，徐萍: 晚清杭州徽商所建新安惟善堂研究
①
②
③
《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前刊·十月十二日清理厝所催葬各柩禀钱塘县李文》，光绪七年刊本。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 202，同治六年五月甲寅。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507 页。
